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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马
鸡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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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确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子，是有效的栖息地管理和物种保护的基础。 基于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自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８ 年间的野外调查记录，首次使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对蓝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ａｕｒｉｔｕｍ）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结果显示：（１）地形特征和极端时期的气候是影响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年最低温高于－１４．４℃、海拔约 ２４３０—

３１００ ｍ、坡度小于 ４０°、靠近河流且最干月降水低于 ４．４ ｍｍ 的区域属于蓝马鸡的适宜栖息地；（２）保护区内共有蓝马鸡栖息地

１０２．２８ ｋｍ２，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适宜栖息地面积 ５９．４１ ｋｍ２，次适宜栖息地面积 ４２．８７ ｋｍ２，为该物种提供了面

积巨大且连通性极好的栖息地；（３）在不适宜蓝马鸡分布的区域，海拔过高和最干月降水量较大是限制其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

环境因子。 目前保护区内主要的人为干扰类型是牦牛和马匹的放牧活动，并且放牧强度和区域有扩大趋势，潜在威胁着蓝马鸡

种群及其栖息地。 因此，基于模型结果和野外调查，为避免保护区内蓝马鸡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提出了控制放牧数量和面

积、增强对放牧人员的宣传教育以及定期监测河流水质的保护建议，以期促进蓝马鸡的种群和栖息地保护。

关键词：蓝马鸡；栖息地评价；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王朗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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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ｅ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ａｘ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Ｗａｎｇｌａ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在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处于持续的快速丧失中［１］，而栖息地的

减少和破碎化已经成为物种和局部种群绝灭的重要原因［２⁃３］。 因此，栖息地的保护和维持是当前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关键工作，而明确物种适宜栖息地的空间分布格局，了解不同环境因子对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是科学

有效的栖息地管理的基础［４］。
蓝马鸡（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ａｕｒｉｔｕｍ）属鸡形目（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雉科（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马鸡属（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为我国特有

种，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和四川等地的亚高山森林和高山灌丛［５］。 蓝马鸡为国家Ⅱ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６］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７］列为易危种，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 我国

学者对于蓝马鸡的栖息地已有一些研究，内容涉及不同季节的栖息地选择［８⁃１１］，以及对巢址［１２］ 和夜栖地［１３］

的利用等。 目前尚无该物种在大空间尺度下的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针对性的栖息地

保护工作的开展。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的中国西南山地［１４］，保持着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和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 从地理分布上看，王朗保护区是蓝马鸡在四川省的重要分布区之一［１５］。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李桂垣等［１６］就在王朗保护区对蓝马鸡的生态习性进行了初步调查，报道了相对较高的蓝马鸡

种群密度（０．９８ 只 ／ ｈｍ２），另一方面表明了保护区内具有丰富的蓝马鸡种群资源，一方面也强调了保护区在蓝

马鸡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王朗保护区乃至四川省的蓝马鸡研究在此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至今未见相

关研究报道。 基于此，本文整理了王朗保护区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巡护及监测资料中的蓝马鸡出现点数据，使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１７］对蓝马鸡的栖息地适宜性进行评价，以期了解（１）保护区内蓝马鸡的栖息地适宜性及空间分

布格局，（２）蓝马鸡适宜栖息地的环境特征，（３）限制蓝马鸡栖息地分布的环境因子，从而为该物种的种群保

护和栖息地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　 保护区概况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１９６５ 年，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以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等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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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境内（１０３°５５′—
１０４°１０′Ｅ，３２°４９′—３３°０２′Ｎ），总面积 ３２２．９７ ｋｍ２。 保护区属深山切割型山地，海拔跨度 ２４３０—４８９６ ｍ（图 １），
相对高差约 ２５００ ｍ。 保护区属半湿润气候区，干湿季明显，年均温 ２．５—２．９℃，最热月 ７ 月均温 １２．７℃，最冷

月 １ 月均温－６．１℃，年降雨量 ８５９．９ ｍｍ ［１８］。 护区内的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除了大熊猫外，还分布有四川

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ｓ）、川金丝猴（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和红喉雉鹑（Ｔｅｔｒａｏｐｈａｓｉｓ ｏｂｓｃｕｒｕｓ）等国家Ⅰ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血雉（ Ｉｔｈａｇｉｎｉｓ ｃｒｕｅｎｔｕｓ）、红腹角雉（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ｉｉ）、勺鸡（Ｐｕｃｒａ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ｌｏｐｈａ）、
蓝马鸡、黄喉貂 （Ｍａｒｔｅｓ ｆｌａｖｉｇｕｌａ）、黑熊 （Ｕｒｓｕｓ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中华斑羚 （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 ｇｒｉｓｅｕｓ） 和中华鬣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ｉ）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１９］。 保护区设牧羊场和豹子沟 ２ 个保护站，占地面

积分别为 １７８１ 和 ７４４ ｍ２，区内无常住居民（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２００１；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综合科学考察报告，２０１８）。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蓝马鸡出现点

本研究收集了王朗保护区 ２２ 年（１９９７—２０１８ 年）来的野外巡护和监测数据，共整理出包含蓝马鸡的记录

２５８ 条，包括实体、粪便、羽毛和尸体等痕迹类型，其中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 １７４ 条记录包含有准确的经纬度信

息。 为避免模型的过度拟合，对蓝马鸡的出现点进行剔除［２０］。 蓝马鸡的漫游觅食距离可达 ２００ ｍ ［１６］，故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以 １７４ 个出现点生成 ２００ ｍ 半径的缓冲区，当若干出现点的缓冲区相互重叠，随机保留其中一

个，其余剔除。 最终，８２ 个相互间距大于 ４００ ｍ 的蓝马鸡出现点被保留进入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构建（图 １）。
２．２　 环境变量

参考同属物种的相关研究［２１］，选择了气候、地形、植被和人为干扰 ４ 类共 ２９ 个潜在影响蓝马鸡栖息地适

宜性的环境变量作为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备选变量。 气候通常对物种的地理分布和栖息地选择都有直接而显著的

影响，是物种分布模型和生态位模型研究中常用的环境变量［２２］。 从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２．０ 数据库下载 １９ 个空间分

辨率 １ ｋｍ 的当前时期（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生物气候变量，同时下载并计算生成年均太阳辐射、年均风速和年均

水蒸气压图层［２３］。 为了避免气候变量间较高的空间共线性对模型效率的消极影响［２４］，当多个变量相关系数

绝对值大于 ０．８，保留其中生态学意义最明确的一个。 筛选过后保留了温度季节性、年最低温、年温差、最干月

降水和降水季节性 ５ 个气候变量进入后续分析。 下载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２ 数字高程图层（３０ ｍ 分辨率），并提

取海拔、坡向和坡度图层。 对坡向进行二次计算，以其实际值减去 １８０°后取绝对值，从而以数值的大小反映

山坡靠近（０°）或远离（１８０°）正南向阳坡的程度［２５］。 基于保护区的河流分布图生成欧式距离图层，以反映各

栅格到最近河流的距离。 下载 ＦＲＯＭ－ＧＬＣ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图层（３０ ｍ 分辨率） ［２６］，将研究区域的覆被系统重新分

类为农田、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草甸、灌丛、水体、湿地、荒地和冰雪共 １０ 个类型。 为量化居民点和公

路造成的人为干扰的强度，分别基于保护区内的居民点（即保护站）和公路图层生成距最近居民点和公路的

欧氏距离图层。 最终，将 ５ 个气候变量、４ 个地形变量和 ２ 个人为干扰变量以 ＦＲＯＭ－ＧＬＣ 植被图层为模板，
使用双线性插值法统一重采样至 ３０ ｍ 分辨率后进入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分析。
２．３　 模型构建

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在软件 ＭａｘＥｎｔ ３．４．１［２７］ 中进行，将筛选后的 ８２ 个蓝马鸡出现点

和 １２ 个环境变量导入软件，从蓝马鸡出现点中随机选取 ８０％作为模型训练集，剩余 ２０％作为测试集，以
Ｃｌｏｇｌｏｇ 格式输出结果。 模型调控倍率（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最大迭代次数（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和收敛阈

值（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等都保持默认，因为此设置足以保证较好的模型效果［２８］。 为保证模型稳定性，对模

型进行 １０ 次自举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以 １０ 次重复后的平均栖息地适宜性指数作为最终模型结果［２９］。
同时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和最大真实技能统计（ＴＳＳ，Ｔｒｕ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两个指标来

评估模型表现。 ＡＵＣ 是对出现点－背景点预测结果的不依赖阈值的秩检验，评估出现点分布概率高于背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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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形及蓝马鸡记录点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ｅ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Ｗａｎｇｌ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的程度［３０］；其标准为：０．５—０．６ 为失败，０．６—０．７ 为较差，０．７—０．８ 为一般，０．８—０．９ 为较好，０．９—１ 为极好［３１］。
ＴＳＳ 是敏感度（正确预测出现点的概率）与特异性（正确预测不出现点或背景点的概率）之和减 １，属于依赖阈

值的评估指标［３２］，被认为有较好的评估能力［３０］；其标准为：０．２—０．５ 为较差，０．５—０．８ 为有效，０．８ 以上为极

好［３３］。 为计算 ＴＳＳ，在研究区域内生成 ２００ 个伪不出现点（ｐｓｅｕｄｏ－ａｂｓｅｎｃｅ），伪不出现点随机分布于蓝马鸡

已知出现点 １ ｋｍ 缓冲区之外［３４］。 提取出现点和伪不出现点的栖息地适宜性指数，在 Ｒ ３．５．３ 中使用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３５］计算 ＴＳＳ。
２．４　 栖息地评价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分别以最终模型的最大 ＴＳＳ 阈值和 ＴＰＴ 平衡阈值（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为断点，将模型结果重分类为不适宜、次适宜和适宜栖息地 ３ 类［３６］，分别计算各等级栖息地的面积。 进一步，
使用限制因子分析（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生成限制因子分布图层，检验在每一栅格上限制蓝马鸡栖息地适

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３７］。 使用软件内置的变量贡献性分析和刀切法检验（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ｔｅｓｔ）来分析不同环境变

量对于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程度，并且绘制变量响应曲线分析各环境变量对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

模式。

３　 结果

３．１　 模型表现评估

通过 １０ 次重复，得到最终的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模型，其训练集和测试集的 ＡＵＣ 分别为 ０．９３９ 和 ０．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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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ＴＳＳ 也达到了 ０．８０７，表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效果达到了极好水平，能够较准确地预测蓝马鸡的栖息地适宜性

分布格局。
３．２　 栖息地影响因子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变量重要性分析显示，有 ４ 个环境变量对模型的贡献性达到了 ５％以上，累计对蓝马鸡栖

息地适宜性产生了 ８０．８％的影响，其中年最低温贡献性最高，其次是海拔、坡度和距最近河流距离；而刀切法

检验显示，在使用单独环境变量构建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时，海拔、年最低温和最干月降水得到了最高的 ＡＵＣ 值，均
超过了 ０．８５，表明这些变量在预测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时包含了比其他变量更多的有用信息（表 １）。

表 １　 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影响因子重要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ｅ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环境变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贡献性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刀切法检验（ＡＵＣ） ２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ＵＣ

年最低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５．５ ０．８６７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 ０．８９０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７．７ ０．７４１

距最近河流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ｒｉｖｅｒ ７．６ ０．７６７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４．４ ０．７４６

最干月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ｉ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３．６ ０．８６７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３．０ ０．６１１

年温差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２．９ ０．７１７

距最近道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ｒｏａｄ ２．８ ０．８０７

距最近居民点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１．１ ０．８０６

降水季节性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１．０ ０．６６３

温度季节性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０．４ ０．６９８

　 　 １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中各环境变量的相对贡献性，以 １０ 次模型重复后的平均值展示；２对各环境变量重要性的刀切法检验，即单独使用各变量建模

时的 ＡＵＣ 值，以 １０ 次模型重复后的平均值展示；ＡＵＣ： 曲线下面积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

对重要影响因子的响应曲线分析显示，蓝马鸡的栖息地选择受到年最低温的限制，年最低温高于－１５℃
的区域蓝马鸡才能够分布，高于约－１４．４℃的栖息地比较适宜于蓝马鸡的生存，而当年最低温为－１３℃时其栖

息地适宜性达到最高；蓝马鸡的栖息地主要集中于保护区的低海拔带，其适宜性在约 ２７００ ｍ 处达到最高值，
当海拔大于约 ３１００ ｍ 时栖息地适宜性降低，而大于 ３３００ ｍ 的区域则不适宜蓝马鸡生存；蓝马鸡通常选择坡

度小于 ５５°的栖息地，最喜好坡度小于 ４２°的栖息地，过于陡峭的山坡不适宜其活动；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与

距最近河流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越远离河流其适宜性指数越低；此外，蓝马鸡偏好选择最干月降水较少的环

境，降水量约 ３．３ ｍｍ 时其栖息地适宜性最高，小于 ４．４ ｍｍ 为其适宜栖息地，高于 ５．０ ｍｍ 时不适宜该物种分

布（图 ２）。
３．３　 栖息地评价

模型结果显示，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最大 ＴＳＳ 阈值和 ＴＰＴ 平衡阈值分别为 ０．２１２ 和 ０．０６３，因此根据各栅格的

适宜性指数将栖息地划分为不适宜（＜０．０６３）、次适宜（０．０６３—０．２１２）和适宜栖息地（＞０．２１２）３ 类。 在王朗保

护区内，蓝马鸡的栖息地总面积高达 １０２．２８ ｋｍ２，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其中，适宜栖息地面积

５９．４１ ｋｍ２，覆盖了保护区东北部的牧羊场保护站至豹子沟保护站的大部分范围，并延伸至大窝凼沟、竹根岔

沟和长白沟的主沟区域，占保护区面积的 １８．３９％；而次适宜栖息地面积 ４２．８７ ｋｍ２，包裹在适宜栖息地的外

围，占保护区面积的 １３．２７％（图 ３）。 限制因子分析显示，海拔和最干月降水是保护区内制约蓝马鸡栖息地适

宜性的最主要因子：在蓝马鸡栖息地之外的大部分区域，海拔通常高于蓝马鸡的选择范围，限制了其栖息地的

分布；而在长白沟和大窝凼沟的上游部分区域，最干月降水则是制约其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原因（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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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影响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重要环境变量响应曲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ｅ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４　 讨论

在众多潜在的影响因子中，地形特征和极端时期的气候是影响保护区内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最重要因

素。 海拔高度是蓝马鸡栖息地的重要影响因子，蓝马鸡属亚高山雉类，在海拔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ｍ 均可见其分布，
但主要栖息于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 ｍ 范围［１０， １６， ３８］。 本研究发现，王朗保护区内的蓝马鸡栖息地集中于 ２４３０—３３００ ｍ
海拔带，与此前的报道基本一致；而在蓝马鸡的不适宜栖息地中，绝大部分区域是由于海拔过高限制了蓝马鸡

栖息地的分布（图 ３）。 蓝马鸡是典型的地栖性鸟类，过于陡峭的山坡不利于其行走和觅食，因而该物种通常

选择在坡度小于 ５５°的栖息地内活动。 河流是较为稳定的水源地，同时也能提供较为丰富的食物资源，因此

蓝马鸡 偏 好 选 择 靠 近 河 流 的 栖 息 地， 这 与 同 属 的 藏 马 鸡 （ Ｃｒｏｓｓｏｐｔｉｌｏｎ ｈａｒｍａｎｉ ） ［３９］ 和 褐 马 鸡

（Ｃ． 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ｕｍ） ［４０］等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水源地对于雉类的栖息地至关重要。 环境温度对雉类的代谢

产热、体温调节［４１］以及行为活动［４２⁃４３］都有影响，直接影响着野生雉类的地理分布和栖息地选择。 蓝马鸡属亚

高山雉类，虽然对于山区寒冷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性，并且会通过季节性的垂直迁移来逃避冬季的严寒［３８］，但
本研究发现该物种仍然对环境低温极其敏感，－１５℃可能是该物种生理耐受的极限温度，年最低温低于这一

温度的栖息地不适宜蓝马鸡生存。 王朗保护区干湿季明显，全年最干月均在冬季，因而最干月降水多为降雪。
在冬季，面积较大［３８］或较厚［８］的积雪会不利于蓝马鸡的活动和觅食，因此蓝马鸡在这一时期偏好选择降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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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马鸡栖息地及限制因子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ｅ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ａｎｇｌａ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少的栖息地。
本研究显示，王朗保护区内蓝马鸡栖息地面积巨大，适宜栖息地比例高，并且景观连通性较高。 这一方面

是由于王朗保护区地形和气候特点均较为适宜，为蓝马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得益于保护区对

于居民点和道路等较为强烈的人为干扰形式的有效管控。 居民地的房屋建设和公路网络的延伸不但侵占并

分隔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还将带来高强度的持续性人为干扰，严重威胁野生雉类的生存［３４］。 而在王朗保护区

内，除了牧羊场和豹子沟 ２ 个保护站外没有其他常住居民，同时区内公路较少且只在豹子沟保护站一侧与外

界公路网相连，由居民活动和公路交通带来的持续性人为干扰并不强烈，因而蓝马鸡的栖息地并未展现出在

绿尾虹雉（Ｌｏｐ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ｌｈｕｙｓｉｉ）等雉类中发现的远离公路和居民点的分布模式［３４］，反而在保护站周边及道路

两侧都记录了大量的蓝马鸡出现点（图 １）。 然而，蓝马鸡的保护仍然存在威胁，放牧活动已经成为该区域最

主要的人为干扰形式。 王朗保护区位于白马藏族聚居地，放牧马匹和牦牛是该民族长期以来的传统生产方

式。 野外监测发现，近年来放牧牲畜数量逐渐增加，放牧范围也日益扩大，不但会直接侵占蓝马鸡的适宜栖息

地，而且牲畜对林下植被的啃食和踩踏可能导致蓝马鸡栖息地的退化，是保护区内的蓝马鸡种群及其栖息地

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亟需引起关注。
总体来说，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存在面积巨大且连通性较好的蓝马鸡栖息地，为该物种的生存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对于蓝马鸡的种群和栖息地保护至关重要。 因此，保持现有的蓝马鸡栖息地，降低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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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和威胁，避免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是保护区目前应该采取的针对性栖息地管理策略。 基于模型分析

和野外调查结果，为未来的蓝马鸡保护提出了以下建议：（１）减少放牧数量，控制牲畜活动区域，减少放牧活

动对蓝马鸡带来的直接干扰；（２）控制进山放牧人员的数量并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减少

偷猎、捡蛋和破坏巢的可能性；（３）定期监测河流水质，避免牲畜粪便和兽用抗生素等对水源的污染，保证蓝

马鸡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水源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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